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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幸福感数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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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年危机” 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调查数据， 考察了居

民幸福感的 “中年危机”。 研究发现， 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 Ｕ 形关系， 与青年人

相比， 中年人的幸福感平均降低约 ０􀆰 ２， 约为幸福感平均值的 ５􀆰 ５％ 。 “中年危机” 显著地

受到个体经济特征的影响， 无工作、 无住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年危机更严重。 关于收

入对不同年龄群体幸福感的边际分析表明， 无论是基于功利主义还是基于优先权的福利主

义视角， 照顾中年危机中相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都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整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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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幸福， 既是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 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宗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在诸

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 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年往往成为人生幸福的低潮， 与青

年人和老年人相比， 中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更低， 即面临所谓 “中年危机”。 “中年” 在

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统一和确切的划分， 一般指 ４０ ～ ６０ 岁左右的年龄段。 近些年， 中年

危机现象也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 那么， 是否真的存在中年危机？ 中年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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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个人的经济特征是否相关？ 什么样的公共政策能够缓解中年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利用关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 考察居民幸福感的中年危机。 我

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 世界价值观调查 （ＷＶ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和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三个数据集， 在全面考察居民幸福感与年龄之间

关系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收入、 就业和住房对中年危机的影响， 并讨论相关的公共政策。
研究发现， 第一， 基于中国居民调查数据， 无论是否控制相关变量， 幸福 － 年龄

的 Ｕ 形关系都确实存在， 即经验证据支持存在中年危机。 与青年人相比， 中年人的幸

福感平均降低 ０􀆰 ２， 约为幸福感平均值的 ５􀆰 ５％ 。 从数据和方法等多个角度， 我们进一

步对上述 Ｕ 形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包括通过面板数据缓解年龄 － 时期 － 队列

（ＡＰＣ） 问题的干扰， 仍然发现幸福与年龄之间的 Ｕ 形关系是可靠的。

第二， 更重要的是， 本文发现中年危机的深度随着不同经济特征的差异而发生显

著变化。 相比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年危机更深。 可能的解释是，
中等收入的中年群体可能面临更大的消费压力和社会压力， 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年

危机更为严重。 我们还发现， 无工作和无住房的中年人群幸福感水平相对更低， 特别

是住房差异对中年危机的影响很大。 同等条件下， 相比有房群体， 无房群体的中年危

机深度增加 １ 倍。 本文为中年危机提供了来自经济特征的解释。
基于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 我们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对比了收入优先论、

边沁功利主义、 优先权主义， 讨论了三种不同政策思路下应对中年危机的公共政策。 一

方面， 中年人的幸福感在全部年龄段中处于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 通过计算不同年龄下

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应， 我们发现收入对中年人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最大。 因此， 无论

是从基于最大化社会总效用的功利主义出发， 还是从扶持社会幸福感最低群体的优先权

主义出发， 社会政策都应该适当考虑中年危机， 照顾中年群体的公共政策将更有利于提升

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 因此， 照顾中年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应当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选项。
本文在学术上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丰富了关于中国居民

幸福感研究的文献， 加深了对中国居民年龄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解。 现有文献并没有对

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 本文首次利用中国居民调查数据，
全面研究了中国居民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 回答了 “中年危机” 的相关问题。 近年来

研究居民幸福感的文献日益增加 （Ｃｌａｒｋ， ２０１８）， 一些学者利用跨国调查数据研究了幸福

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ａ）， 但现有文献并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的情况。 在

国内学者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年龄主要作为控制变量出现 （刘军强等， ２０１２）。

第二， 本文着重讨论了 “中年危机” 与个人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 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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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幸福感较低， 不同经济特征的中年群体也存在较大的幸福感差异。 我们发现， 在

中国的中年居民群体中， 收入、 就业和住房是影响中年危机深度的重要因素。 与本文

类似，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利用个人调查数据， 检验了年龄与工作环境、 家庭环境和

社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发现对于那些在工作场所中有像伙伴一样的上司、 身处夫

妻共同生活的家庭以及那些在社区里生活了更长时间的人来说， 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曲

线明显更扁平， 中年危机的程度较低。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注重考查个体的社会特

征， 本文则强调经济特征与年龄的相互作用。
第三， 本文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关于幸福感的经济学分析。 心理学研究认为， 幸

福是自上而下的， 幸福更多地是由基因、 心理等因素先天决定的，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

虽然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 但客观的物质生活是影响主观幸福的重要原因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６）。 本文重点讨论了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年危机， 发现幸福与年龄的 Ｕ 形

关系具有显著的经济特征异质性， 在不同经济特征的群体中， 中年危机的表现有所不

同， 没有工作和没有住房产权群体的中年危机往往更严重。 从收入水平看， 中等收入

群体的中年危机更深。 这些结果有利于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加深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

理解。 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更好地理

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将有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福祉。
本文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公共政策形成了启示。 幸福感不平等与收入、 财富和

消费的不平等类似， 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福利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 （Ｇ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Ｎｉｃｈｏｌｓ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 公共政策应考虑减少幸福不平等。 而本文的结果表明， 我们

需要关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幸福不平等， 即基于年龄的幸福感不平等产生的中年危机现

象。 从最大化国民幸福感出发， 通过分析幸福与年龄的关系， 我们支持政府应该针对中

年群体， 特别是中年弱势群体出台扶持性政策， 以平衡中年时期的幸福感损失。 本文以

下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评论幸福感与年龄关系的相关文献； 第三部分讨论数据和

研究方法； 第四部分报告主要研究结果； 第五部分是政策讨论； 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二　 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

（一） 中年危机： 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

幸福是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

活。 同时， 社会各界也开始呼吁在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之外将幸福等主观福利纳入

政策制定目标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２０１９；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 幸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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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Ｃｌａｒｋ， ２０１８）， 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大量讨论了居民

幸福感问题。 在研究幸福影响因素的文献中， 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量经验证据显

示， 幸福与年龄之间存在一个 Ｕ 形曲线。 从成年早期到大约中年， 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逐渐下降， 这个下降过程可能持续大约 ２０ 年， 直至人到中年 （４０ ～５０ 岁） 幸福水

平到达人生最低点， 随后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从整个生命周期看， 中年人

的幸福感水平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低， 这一现象被称作幸福感的 “中年危机”。
目前， 学术界关于是否存在中年危机并没有定论。 一些文献的证据支持了幸福与

年龄的 Ｕ 形关系，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９） 基于 ５０ 多个国家、
超过 １３０ 万人样本的研究。 在他们使用的 ７ 个数据集中， 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 ５ 个数据集显著支持 Ｕ 形曲线的存在。 加入控制变量后， ７ 个数据集都支持 Ｕ 形曲

线的存在。 从年龄影响幸福感的程度看， 在 ４０ 岁后， 幸福感下降到最低点的程度相当

于失业或与配偶分居等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６） 使用 ２７ 个

欧洲国家的数据发现， 使用抗抑郁药的概率在 ４０ 多岁时达到高峰， 这与中年危机的说法

一致。 也有一些研究否认中年危机的存在。 在新近的研究中， Ｓｔｅｐｔｏ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利用盖

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Ｔｈｅ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数据发现， 高收入英语国家的幸福感与年龄

之间呈 Ｕ 形关系， 其中 ４５ ～５４ 岁时的幸福感水平最低，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普遍。 来自东

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受访者数据显示， 幸福感随年龄增加而显著下降； 来自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的受访者数据则显示， 幸福感随年龄增加的变化并不大。 针对其他研究者不一

致的证据以及质疑，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ａ） 回应了一系列争议， 使用世界范围内 １３２ 个国

家的调查数据发现， 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确实存在， 幸福感最低的年龄在发达国家约

为 ４７􀆰 ２ 岁， 在发展中国家约为 ４８􀆰 ２ 岁。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ｂ） 使用欧美国家的数据发

现， 衡量不幸福的指标 （如绝望、 焦虑等） 和年龄之间呈现倒 Ｕ 形关系。
（二） Ｕ 形曲线是否存在的争论

学术界对于幸福感中年危机的存在仍存争议， 幸福与年龄之间存在 Ｕ 形关系可能

是一种统计假象。 在研究幸福与年龄关系的时候， 通常面临以下两个挑战： 一是年

龄 －时期 －队列的识别问题； 二是是否控制其他变量的问题。
挑战 １： 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 究竟是年龄效应还是队列和时期效应？ 大多数研

究使用截面数据考察幸福感的中年危机， 但由于年龄、 时期和队列变量是完全共线的，
其影响很难相互分离。 一方面， 年龄效应可能反映的是出生队列效应， 而不是生命周

期过程中的年龄现象。 队列效应捕捉的是一个出生队列的主观幸福感受到的特定影响，

这些影响在整个生命中都是相同的。 一些出生队列的群体可能比其他出生队列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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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经济劣势。 例如， 随着二战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到来， 劳动力市场对这个队列

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 进而可能影响这一代人的幸福。 出生在特定时代的人， 拥有

特殊的身体或者心理记忆等特点， 也可能导致较低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 由于特定样本中个体年龄与调查时间相关， 调查时间的影响被称作时

期效应。 时期效应衡量的是时间段对幸福感的总体影响， 同样也会影响所有年龄组，
如美国 “９·１１” 恐怖袭击、 互联网泡沫等时代共同的经历等。 Ｄｉ Ｔｅｌ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发现，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更低时， 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更高。 Ｗｕ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也

发现， 在德国引入欧元现金之后， 金融满意度急剧下降。 所以， 当年龄效应与时期效

应重合时， 无法区别究竟是年龄的影响， 还是个人经历的特定时期效应。
如何解决年龄 －时期 － 队列的识别问题呢？ 如果存在重复截面数据， 那么通过观察

处于同一年龄组但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的人， 就可以分别识别年龄效应与队列效应。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８） 使用美国和欧洲的长期截面数据， 分别考察了年龄 （５ 年

组） 和出生队列 （１０ 年组）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支持了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研

究幸福感更有利的是面板数据， 因为使用面板数据可以观察同一个人随着年龄变化幸

福感水平的变化。 在回归分析中， 通过直接控制个人固定效应可以缓解上述队列效应

的干扰。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 Ｂｅａｔｔｏｎ （２０１２） 使用德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面板数据发现， 在使

用固定效应之后， 传统回归中幸福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将消失。 此外， 后文将详细介绍

的一阶导数方法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也是一种基于面板数据的解决思路。 但遗憾的

是， 目前的面板数据， 通常都缺乏足够长的跨度， 且受到样本规模和个体退出调查等

因素的困扰。

挑战 ２： 是否需要在幸福感对年龄及其平方的回归中加入控制变量？ 分析幸福感与

年龄之间的关系， 通常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不加入控制变量， 仅仅考察年龄与

幸福感的关系， 这被称为描述方法。 第二种方法， 在回归分析中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
这被称为控制变量分析方法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ａ）。 例如， 一个人从 ２０ 岁到 ５０ 岁，

在幸福感增加的同时， 收入也会增加。 描述方法将幸福感增加归因于年龄增加， 但是

控制变量分析方法则把幸福感增加分为收入增加和年龄增加两方面。 理论上， 没有任

何一种方法更好， 取决于研究者希望考察的问题。

Ｇｌｅｎｎ （２００９） 反对在幸福 －年龄回归方程中使用控制变量。 以婚姻状况为例， 他

认为在幸福回归方程中控制婚姻状况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年龄不受婚姻的影响；
第二， 婚姻状况不受主观福利的影响； 第三， 控制其他变量后， 婚姻状况与主观福利

真实相关。 第一个条件基本成立， 婚姻不影响年龄。 第二个条件可能难以满足，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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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人结婚的概率可能更高。 虽然很多人更相信婚姻使人幸福， 但是也很难拒绝幸

福的人更容易结婚这个观点。 重要的是， 控制婚姻状况可能导致年龄和幸福关系的估

计产生扭曲。 因此， Ｇｌｅｎｎ （２００９） 建议不加入控制变量， 仅仅考察年龄的总效应。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应该在回归中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后再观察幸福

感的年龄效应可能更有意义， 即控制相应变量后， 年龄是否还会影响幸福感。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１９９９） 认为， 年龄可能是未观测变量的代理变量， Ｕ 形曲线可能来自不可

观测的异质性。 一旦控制相应变量， Ｕ 形曲线可能不复存在； 或者是存在队列效应， Ｕ

形曲线的低点反映了出生在特定阶段的人幸福感水平较低。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８） 使用控制变量分析方法表明， Ｕ 形关系在不同的群体和许多国家都存在。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９） 使用 ７ 个大的数据集发现， 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５

个数据集显著支持 Ｕ 形曲线， 加入控制变量后 ７ 个数据集都支持 Ｕ 形曲线。
（三） 中国居民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

近些年， 伴随中国经济的增长， 主观幸福感问题也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 然

而， 现有文献并没有系统研究中国居民的幸福 － 年龄关系。 基于中国的调查数据， 人

们发现相对收入、 城乡差距、 就业状况、 房价、 腐败与社会信任等问题对幸福感有显

著影响 （官皓， ２０１０； 何立新、 潘春阳， ２０１１； 何凌云、 鲁元平， ２０１１； 林江等，
２０１２； 罗楚亮， ２００６； 罗楚亮， ２００９）。 张学志和才国伟 （２０１１） 利用 ２００８ 年广东省

成人调查数据，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收入与价值观是影响

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王鹏 （２０１１）、 鲁元平和王韬 （２０１１） 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幸福

感的关系。 刘斌等 （２０１２） 研究了幸福感是否会传染。 李后建 （２０１３） 研究了婚姻匹

配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 周烁等 （２０２０）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发现，

人们的创业行为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孙三百等 （２０１４） 讨论了城市规模与

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但在国内关于幸福感的文献中， 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 主要作为

控制变量出现， 而很少深入系统研究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例如， 刘军强等 （２０１２） 中关于幸福和年龄关系的证据也被提及。 他们利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调查数据， 通过在回归中加入年龄组虚拟变量， 发现年龄影响下的幸福

感呈 Ｕ 形： １８ ～ ３０ 岁群体和 ７０ 岁以上群体更幸福， 中间的年龄组较不幸福， ４１ ～ ５０

岁的人群幸福水平最低。 这与本文将要分析的 “中年危机” 是一致的。 陆方文等

（２０１７） 也考察了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 但是重点关注的是子女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在子女的婴幼儿时期以及中小学读书阶段， 子女性别对父母的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而到了子女的结婚生子阶段， 儿子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比女儿显著更低。 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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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文章系统准确地探讨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及其与社会经济因素

的关系， 以及在政策上的具体含义。
综上所述， 经济学家、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幸福进行了广泛研究 （ Ｃｌａｒｋ，

２０１８； ＭａｃＫｅｒｒｏｎ， ２０１２）。 回顾年龄与幸福关系的文献不难发现： 第一， 年龄可能是影

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以幸福为目标的公共政策不能回避年龄的影响； 第二， 年龄与

幸福之间存在 Ｕ 形关系， 中年人的幸福危机需要被研究和关注； 第三， 虽然国际上有

大量文献讨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但是国内学者仍然缺少关于中国居民幸福和

年龄关系的系统性研究， 已有研究中年龄仅仅是作为控制变量出现。 年龄是影响幸福

感的重要因素， 但在中国的幸福感研究中尚未被充分讨论。 因此， 有必要基于中国居

民的调查数据， 对幸福与年龄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

三　 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数据， 考察年龄与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 ＣＧＳＳ 是一个全国性的综合调查项目， 全面收集了社会、 社区、 家庭和个人

等多层次的数据， 旨在为社会变迁的趋势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本文的分析使用了 ＣＧＳＳ
的两期数据， 第一期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８ 年， 第二期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 分别有 ４ 年和

５ 年数据。 ＣＧＳＳ 每一年均针对 １８ 岁以上的样本调查了幸福感相关的问题。 本文将幸福

感问题统一编码为 １ ～ ５， 数字大小对应幸福感程度从低到高。 对于年龄变量， 本文为

保证每个年龄均有足够的样本， 且便于后续对于年龄的分组， 将样本限制在年龄 １８ ～
８２ 岁的范围内。

为了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使用了另外两个包含幸福感问题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

是世界价值观调查 （ＷＶＳ） 数据。 ＷＶＳ 是一个在全球约 １００ 个国家开展的价值观调

查， 旨在研究价值观变迁及其社会和政治影响。 ＷＶＳ 在中国分别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开展过 ５ 次调查， 形成了一个包含近 ８０００ 个样本的混合截

面数据。 本文利用了其官网公布的历年调查的整合数据， 该数据一致地整理了幸福感

变量。 经过重新编码， 幸福感变量从 “非常不幸福” 到 “非常幸福” 依次为 １ ～ ４。 由

于 ７３ 岁以上的样本量较少， 我们只保留了 ＷＶＳ 年龄在 １８ ～ ７２ 岁范围内的样本。
本文使用的另一个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ＣＦＰＳ 数据与以上两个数

据最大的不同在于 ＣＦＰＳ 是一个面板数据， 对于本文后面的一阶导数方法是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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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ＣＦＰＳ 项目组在个体、 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收集跟踪数据， 旨在反映中国在经济、

社会、 人口、 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变迁。 ２０１０ 年， ＣＦＰＳ 项目组在全国 ２５ 个省 （直辖

市、 自治区） 进行了基线调查， 之后依次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实施

了追踪调查， 调查覆盖区域的人口占全国的 ９５％ 。 ＣＦＰＳ 数据中有三个年份调查了居民

的幸福感， 即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调查询问了受访者 “您觉得自己有多幸

福”， 要求受访者对幸福感进行 １ ～ ５ （２０１０ 年） 或 ０ ～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８ 年） 的打

分。 与 ＣＧＳＳ 一致， 我们将 ＣＦＰＳ 样本的年龄限制在 １８ ～ ８２ 岁范围内。

此外， 我们还尽可能地保留了以上数据中城乡 （是否城市）、 性别 （是否男性）、

受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 就业状况 （是否就业）、 婚姻状况 （是否单身）、 是否党

员、 是否汉族、 是否有住房产权、 自评健康状况、 孩子数量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

处理后的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①。

表 １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幸福感 ８１８３９ ３􀆰 ６６７ ０􀆰 ８５６ １ ５

年龄 ８１９８８ ４６􀆰 ８６２ １４􀆰 ９９２ １８ ８２

是否城市 ８１７９２ ０􀆰 ６２３ ０􀆰 ４８５ ０ １

是否男性 ８１９８６ ０􀆰 ４９３ ０􀆰 ５００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未接受教育 ８１８９６ ０􀆰 １１０ ０􀆰 ３１３ ０ １

　 　 小学 ８１８９６ ０􀆰 ２３０ ０􀆰 ４２１ ０ １

　 　 初中 ８１８９６ ０􀆰 ３０１ ０􀆰 ４５９ ０ １

　 　 高中 ８１８９６ ０􀆰 ２１０ ０􀆰 ４０７ ０ １

　 　 大学 ８１８９６ ０􀆰 １４３ ０􀆰 ３５０ ０ １

　 　 研究生及以上 ８１８９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６ ０ １

家庭年收入 （元） ７４０４９ ４２０７０􀆰 ４１４ １３９３２１􀆰 ６２７ ０ ９９９８０００

是否就业 ８１９０３ ０􀆰 ６０２ ０􀆰 ４８９ ０ １

是否单身 ８１９２８ ０􀆰 １７８ ０􀆰 ３８３ ０ １

是否党员 ８１７０５ ０􀆰 １１３ ０􀆰 ３１７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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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汉族 ８１９３６ ０􀆰 ９２５ ０􀆰 ２６４ ０ １
是否有住房产权 ７７７３７ ０􀆰 ７０９ ０􀆰 ４５４ ０ １
自评健康状况 ７６０４６ ３􀆰 ５４９ １􀆰 ０９２ １ ５
孩子数量 ５５４１３ １􀆰 ７０３ １􀆰 ２７５ ０ １２

　 　 注： 对于是否城市、 是否男性、 是否就业、 是否单身、 是否党员、 是否汉族、 是否有住房产权等虚拟变量，
取值情况均为 “是 ＝ １， 否 ＝ ０”； 家庭年收入 （元） 为全年家庭各类收入的总和； 是否就业根据被调查者自我汇报

的工作状况 （如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或上一周是否为了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小时以上的劳动） 判断；
有住房产权定义为自己或配偶拥有现住房完全或部分的产权； 自评健康状况在 １ ～ ５ 之间取值， 表示从很不健康到

很健康； ＣＧＳＳ 数据 ２００３ 年没有自评健康状况变量，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没有孩子数量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二） 研究方法

１． 检验幸福 －年龄 Ｕ 形关系的方法

除了最直观的图形法， 即绘制平均幸福感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图， 我们还采用了幸

福感对年龄及其平方回归的方法， 来检验中国居民是否存在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关系。

具体来说， 我们估计了如下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回归方程：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α０ ＋ α１·ａｇｅｉｔ ＋ α２·ａｇｅ２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个体， ｔ 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为定序变量幸福感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解释变量

为年龄 ａｇｅｉｔ及其平方项 ａｇｅ２ｉｔ。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 发现， 使用 ＯＬＳ 估计和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幸福感数据的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为简便起见， 我们主要使用

ＯＬＳ 估计， 同时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在式 （１） 中， 如果 α１ ＜ ０ 和 α２ ＞ ０

显著成立， 那么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也就成立。 此外， 通过式 （１） 对年龄求导， 我

们可以发现 － α１ ／ ２α２ 恰好对应 Ｕ 形曲线最低点的年龄， 也就是 “中年危机” 的低谷。

考虑到一部分文献认为应该在回归方程 （１） 中加入控制变量， 我们还估计了如下

回归方程：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α０ ＋ α１·ａｇｅｉｔ ＋ α２·ａｇｅ２ｉｔ ＋ β·Ｘ ｉｔ ＋ δｔ ＋ δｐ ＋ εｉｔ （２）

式 （２） 的核心部分及其解释与式 （１） 相同， 但我们加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变量

Ｘ ｉｔ作为控制变量。 在 ＣＧＳＳ 和 ＣＦＰＳ 数据中， 我们控制了城乡、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家

庭年收入对数、 就业状况、 婚姻状况、 是否党员、 是否汉族、 是否有住房产权、 自评健

康状况和孩子数量。 在 ＷＶＳ 数据中， 我们控制了性别、 受教育程度、 自评收入等级、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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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状况、 婚姻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和孩子数量。 δｔ 和 δｐ 分别为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

为尽可能排除年龄 －时期 －队列 （ＡＰＣ） 问题的干扰， 本文借鉴了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的一阶导数方法。 该方法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 要验证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曲线， 我们

只需验证幸福感对年龄的一阶导数关于年龄是向上倾斜的直线， 而 Ｕ 形曲线最低点对

应的一阶导数恰好为 ０。 在面板数据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的幸福感

（控制了队列效应）。 通过计算每一个年龄相对于前一个年龄的幸福感水平的差异， 我

们可以判断幸福感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即该年龄处的一阶导数为正或为负。 如果在通

过某一个年龄之前， 一阶导数均小于 ０， 而在通过该年龄之后， 一阶导数均大于 ０， 说

明幸福感随着年龄先下降后上升， 即存在 Ｕ 形关系。

在要求幸福感刻度统一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利用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两期面

板数据， 所以本文对一阶导数方法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本文对两期面板都出现的个

体 ｉ 计算年均幸福感变化：

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２０１８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２０１４

４ （３）

如果将幸福感视为年龄的连续函数， 则由数学中的中值定理可知， 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之间的某一年， 幸福感对年龄的一阶导数近似等于 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 记个体 ｉ 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中点） 的年龄为 ａｇｅｉ，２０１６。 在后面的分析中， 我们假设 ａｇｅｉ，２０１６对

应的一阶导数就是个体 ｉ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年均幸福感变化 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 于是， 我们

可以绘制一阶导数与 ２０１６ 年对应年龄的散点图。 如果拟合的直线在样本年龄范围内向上

倾斜， 且穿过横轴 （一阶导数为 ０）， 则说明一阶导数先为负、 后为正 （幸福感的变化方

向随年龄的增加先为负、 后为正）， 即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是成立的。 此外， 我们还可

以用一阶导数对年龄回归并检验 α１ ＞０ （拟合直线向上倾斜） 是否在统计上显著：

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 ＝ α０ ＋ α１·ａｇｅｉ，２０１６ ＋ εｉ （４）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多， 包括考察收入、 住房、 创业、 城市规模等因素与幸

福感的关系， 这些研究的难点往往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一个

人的年龄增长在进程上是不可逆转的， 在速度上也无法加快或减缓。 因而， 本文所使

用的年龄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外生的。 因此， 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一阶导

数方法， 我们已经可以较为准确地讨论幸福感和年龄之间是否存在 Ｕ 形关系， 以及年

龄对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

２． 分析幸福 －年龄 Ｕ 形关系异质性的方法

一个本文更为关心和有趣的问题是， 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关系会如何随着居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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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经济特征） 的不同而变化， 即幸福 －年龄关系的异质性问题。 为了更直观地呈

现幸福 －年龄的关系， 我们按照年龄将样本划分为 ５ 岁一组， 并估计了如下回归方程：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α ＋ β·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ｔ ＋ εｉｔ （５）

在式 （５） 中，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ｉｔ为 １２ 个年龄组的虚拟变量 （从 ２３ ～ ２７ 岁到 ７８ ～ ８２ 岁，

不含 １８ ～ ２２ 岁基准组）， 即：

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ｔ ＝ ［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１）
ｉｔ ，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２）

ｉｔ ，…，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１２）
ｉｔ ］

相应地， β ＝ ［β（１）， β（１）， …， β（１２） ］ 为 １２ 个年龄组的系数， 分别表示相对于基

准组的幸福感变化。 通过估计式 （５） 中的系数， 我们可以再次检验幸福 －年龄的 Ｕ 形

关系。 而对于不同经济特征的群组， 我们可以根据方程 （５） 分组回归的系数， 比较不

同特征群组的 “中年危机” 模式。

此外， 为了直观地衡量不同群组中幸福感下降的大小及其差距， 也就是为幸福感

损失定价， 我们计算了年龄组与家庭收入的替代率。 替代率衡量了当由 １８ ～ ２２ 岁的基

准组变为某一年龄组 （如幸福感最低的年龄组） 时， 想要保持幸福感水平不变， 所必

须补偿的收入大小。 具体来说， 我们在式 （５） 的基础上， 加入居民的家庭年收入变量

ｈ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并估计如下方程：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α ＋ β·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ｉｔ ＋ δ·ｈ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 εｉｔ （６）

若由式 （５） 估计发现幸福感最低的年龄组为 ｌ， 那么在式 （６） 中， 我们可以计算

该年龄组与家庭收入的替代率， 计算公式为：

ＭＲＳｌ ＝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 ∂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 ∂ｈｉｎｃｏｍｅ ＝ － β（ ｌ）

δ ，ｌ ∈ ｛１，２，…，１２｝ （７）

上述替代率可以作为 “中年危机” 严重程度的衡量， 我们称之为 “中年幸福损失”。

对于不同的群组， 我们也可以在分组回归中得到相应的用收入衡量的 “中年幸福损失”。

四　 研究结果

（一） 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

首先， 我们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年龄与幸福的关系。 我们先提供了图形

这样一种更为直观的结果。 然后， 我们再通过回归进行了验证， 并计算了 “中年危机”

对应的转折点年龄。 其次， 考虑到文献中存在是否控制其他变量的争议， 我们还对上述

结果在控制一些重要变量的基础上进行了验证。 然后， 为了排除 ＡＰＣ 问题对于幸福与年龄

关系的干扰， 我们借鉴了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的一阶导数方法， 利用 ＣＦＰＳ 面板数据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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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确认年龄与幸福的 Ｕ 形关系。 最后， 我们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排除了数据和方法

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总之， 不同侧面的分析结果一致地说明了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１． 初步分析

图 １ａ ～ １ｄ 以年龄为横轴、 以幸福感为纵轴， 依次利用 ＣＧＳＳ、 ＷＶＳ、 ＣＦＰＳ 数据描

绘了幸福与年龄的关系。 我们用不同的散点表示对应年龄的平均幸福感， 并通过二次

曲线拟合直接地呈现了幸福感和年龄的关系。 其中， 由于 ＣＦＰＳ 在 ２０１０ 年相对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８ 年对于幸福感的调查刻度不同， 我们分开呈现了各自的结果。 可以看到， 尽

管 Ｕ 形曲线的形状略有不同， 但不同数据都说明了随年龄增加， 幸福感先降低后升高

的趋势。 以 ＣＧＳＳ 数据为例， 以 １ ～ ５ 度量的幸福感， 在 ２０ 岁左右平均约为 ３􀆰 ８， ４０ ～

５０ 岁下降到约 ３􀆰 ６， ８０ 岁的时候则上升到接近 ３􀆰 ９。 可以看到， 中年相对于青年的幸福

感下降程度大约相当于幸福感均值 （３􀆰 ６６７） 的 ５􀆰 ５％ 。 但这种趋势并不直接说明统计

显著性， 所以下面我们将使用回归的方法进行验证。

图 １　 幸福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资料来源： 图 １ａ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１ｂ 根据 ＷＶＳ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１ｃ 根据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年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１ｄ 根据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数

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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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回归分析

在表 ２ 中， 我们通过将个体幸福感对年龄及其平方回归估计了式 （１）。 我们发现，

尽管系数大小各有不同， 但年龄一次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而年龄平方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 与前述图形中的 Ｕ 形关系相符合。 除了验证 Ｕ 形关系的显著性， 我们还计算了

Ｕ 形曲线最低点对应的年龄 （转折点年龄）， 即年龄系数 （的绝对值） 除以年龄平方系

数的 ２ 倍。 不同数据的转折点年龄在 ４６ ～ ４９ 岁不等， 这一点与其他利用国际数据的研

究结果类似。 例如， Ｇｒａｈａｍ ＆ Ｐｏｚｕｅｌｏ （２０１７） 在 ４６ 个国家中的 ４４ 个国家发现幸福感

与年龄呈 Ｕ 形关系， 幸福感的最低点在 ４０ ～ ６０ 岁之间。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２０２０ａ） 发现发

展中国家幸福感的最低点为 ４８􀆰 ２ 岁， 发达国家幸福感的最低点为 ４７􀆰 ２ 岁。

进一步地， 我们还可以基于表 ２ 比较转折点年龄、 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的幸福感水

平。 同样以幸福感范围为 １ ～ ５ 的 ＣＧＳＳ 为例， 我们发现 ４６􀆰 １ 岁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只有

３􀆰 ６０， １８ 岁和 ８２ 岁的平均幸福感为 ３􀆰 ８２ 和 ３􀆰 ９６。 也就是说， 转折点年龄的幸福感比样

本中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的幸福感， 在平均意义上分别低 ０􀆰 ２２ 和 ０􀆰 ３６， 分别为幸福感

平均值的 ６􀆰 ０％和 ９􀆰 ８％。 在表 ２ 第 ２ ～４ 列使用其他数据的估计结果中， 由于对幸福感的

度量不同， 幸福感水平在数值上也整体不同， 但转折点年龄的平均幸福感都一致地低于

样本中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的幸福感。 这再一次直接说明了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

表 ２　 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１） （２） （３） （４）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ＷＶ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３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年龄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０６）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常数项
４􀆰 １９２∗∗∗

（０􀆰 ０２６）
３􀆰 ２６５∗∗∗

（０􀆰 ０７１）
４􀆰 ８６０∗∗∗

（０􀆰 ０８６）
９􀆰 ０７１∗∗∗

（０􀆰 １４０）
观测值 ８１８３９ ７６３６ １４３９０ ２９１１１
拟合优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转折点年龄 ４６􀆰 ０９１ ４７􀆰 ９６７ ４８􀆰 ９９２ ４８􀆰 １１８
转折点年龄的幸福感 ３􀆰 ６０５ ２􀆰 ９３７ ３􀆰 ７６３ ７􀆰 ３４４
最小年龄的幸福感 ３􀆰 ８２３ ３􀆰 ０６５ ４􀆰 ２０２ ８􀆰 ０２１
最大年龄的幸福感 ３􀆰 ９６１ ３􀆰 ０２０ ４􀆰 ２６１ ８􀆰 ２００
幸福感范围 １ ～ ５ １ ～ ４ １ ～ ５ ０ ～ １０
年龄范围 １８ ～ ８２ １８ ～ ７２ １８ ～ ８２ １８ ～ ８２

　 　 注： 转折点年龄指 Ｕ 形曲线最低点对应的年龄， 转折点年龄、 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的幸福感分别为相应年龄

在回归中的幸福感拟合值；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ＷＶＳ 和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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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以上分析只单纯考虑了幸福感与年龄的总的关系，

从描述方法的角度来看已经足够。 但随着年龄变化， 人们的收入水平、 健康状况等因

素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学者们建议在回归中引入控制变量。 如果中年危机主要表现为

人到中年， 面临工作、 家庭和健康的压力增大， 导致幸福水平下降， 那么在回归分析

中控制相关变量后， 幸福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存在。 因此， 我们将在加入相应

控制变量后， 进一步考察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表 ３ 中， 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年龄一次项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年龄平方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同时， 转折点的年龄有所下降。 例如， 使用 ＣＧＳＳ 数据

的结果中转折点年龄下降了约 ３ 岁。 这说明在考虑到其他因素之后， 事实上的 “中年

危机” 可能来得更早。 这表明 “中年危机” 的形成部分是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在中年积

聚压力的结果， 因此后面我们将着重分析不同特征群组 “中年危机” 的差异。

此外， 我们还可以对比在转折点年龄、 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处， 用回归方程预测

得到的幸福感水平的差异。 以 ＣＧＳＳ 为例， 在控制一系列变量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转折

点年龄的幸福感比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的幸福感分别低 ０􀆰 １９ 和 ０􀆰 ４７。 这一差距相较于

表 ２ 中的结果， 说明年龄以外的其他特征虽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关系，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仍是由年龄本身导致的。 或者说， 这一部分体现为我们前面提到的

生物、 心理等无法在调查数据中直接观测的因素。

表 ３　 加入控制变量后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１） （２） （３） （４）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ＷＶ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年龄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０９）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常数项
２􀆰 ７５３∗∗∗

（０􀆰 ０６４）
２􀆰 ００３∗∗∗

（０􀆰 １３５）
２􀆰 ９５０∗∗∗

（０􀆰 １８５）
７􀆰 １９９∗∗∗

（０􀆰 ３５２）
观测值 ４８８８０ ４３２１ １３２１３ １３５８１
拟合优度 ０􀆰 １１７ ０􀆰 ２４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转折点年龄 ４３􀆰 ００８ ３６􀆰 ８４６ ４４􀆰 ０３８ ４４􀆰 １１５
转折点年龄的幸福感 ３􀆰 ７３０ ２􀆰 ８８７ ３􀆰 ７３８ ７􀆰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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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ＷＶ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最小年龄的幸福感 ３􀆰 ９２２ ２􀆰 ９９０ ４􀆰 １６９ ７􀆰 ９６６
最大年龄的幸福感 ４􀆰 １９６ ３􀆰 ２４６ ４􀆰 ６５５ ８􀆰 ７１３
幸福感范围 １ ～ ５ １ ～ ４ １ ～ ５ ０ ～ １０
年龄范围 １８ ～ ８２ １８ ～ ７２ １８ ～ ８２ １８ ～ ８２

　 　 注： 使用 ＣＧＳＳ 和 ＣＦＰＳ 数据的回归中控制了城乡、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对数、 就业状况、 婚姻状

况、 是否党员、 是否汉族、 是否有住房产权、 自评健康状况、 孩子数量； 使用 ＷＶＳ 数据的回归中控制了性别、 受教

育程度、 自评收入等级、 就业状况、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孩子数量； 基于 ＣＦＰＳ 数据的回归均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由于 ＷＶＳ １９９０ 年的数据中受教育程度变量缺失，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没有调查省份信息， 所以表中第 ２ 列的分析只纳入了

ＷＶＳ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ＷＶＳ 和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３． 一阶导数方法

前面的回归分析方法遇到的一个挑战是 ＡＰＣ 问题， 即幸福与年龄的关系反映的可

能是时期或者队列效应。 我们下面借鉴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的一阶导数方法， 基于

ＣＦＰＳ 个体面板数据， 分析幸福感的变化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并部分解决 ＡＰＣ 问题 （缓

解了对队列效应的担忧）。

图 ２ 计算了 ＣＦＰＳ 样本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年均幸福感变化， 作为幸福感对 ２０１６

年所对应年龄的一阶导数的近似。 从图 ２ 中可以发现， 一阶导数与年龄的拟合线在 ５１

岁通过 ０， 且斜率显著为正， 即在 ５１ 岁之前幸福感随着年龄下降 （一阶导数为负）， 在

５１ 岁之后幸福感随着年龄上升 （一阶导数为正）。 因此， 一阶导数方法同样得出了幸

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但相较于前面的结果以及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的发现， 图 ２ 的

结果给出的幸福感最低的年龄更大。 值得指出的是， 这里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是两期面

板， 且时间跨度太小， 我们无法观测到同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相当长时间段内的一阶导

数。 所以， 对于上述修改后的一阶导数方法， 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对应年龄的一阶导数等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的年均幸福感变化的假设， 我们需要保持谨慎， 但这种方法的结果对前

面的回归分析仍是有力的佐证。

４． 其他稳健性检验

此外， 幸福感和年龄的 Ｕ 形关系可能面临其他数据和方法上的挑战。 第一， ＣＧＳＳ

不同年份的幸福感在调查时的提问方式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对于不同的幸福感问题分

别重复表 ２ 中的回归， 发现年龄的系数显著为负、 年龄平方的系数显著为正的结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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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幸福感一阶导数与年龄的线性关系

注： 为保证有足够的样本量用于计算一阶导数， 我们只使用了 ２４ ～ ８０ 岁的样本； 一阶导数对年龄的

回归结果表明， 一阶导数为 ０ 对应的年龄 （转折点） 为 ５１􀆰 １， 一阶导直线的斜率为 ０􀆰 ００３， 相应的稳健标

准误为 ０􀆰 ０００，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数据计算得到。

不会受到调查提问方式的影响。 第二， 由于幸福感是有序的离散型变量， 我们又利用

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验证并支持了幸福和年龄的 Ｕ 型关系。 第三， 中年以后幸福感的

上升可能是因为不幸福的人死亡、 幸福的人留下的缘故， 但进一步数据分析的结果并

不支持这种 “幸存者偏差”， 高龄老人 （８０ 岁甚至 ９０ 岁以上的老人） 的幸福感没有一

致地呈现较高水平①。 因此， 我们前面得到的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是较为稳健的。

（二） 解释幸福 －年龄的 Ｕ 形曲线

前文验证了幸福与年龄之间的 Ｕ 形关系， 但如何解释这种关系是一个很有争议的

话题。 第一，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 不同年龄可能反映不同年龄段人们面临的家庭、

财务和工作特征。 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 Ｕ 形关系， 认为 Ｕ 形曲

线可能反映生命过程中不同年龄会经历不同的事件。 比如人到中年， 可能更多面临来

自家庭的压力， 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导致幸福感下降。 幸福和年龄的 Ｕ 形曲线是一个

稳定的、 系统性的关系， 具有必然性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４）。 也有人反对这种

认识， 认为主观幸福感会以无法用标准解释变量 （包括收入、 就业、 健康、 人口特征

等） 来解释的方式发生系统性变化。 此外，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１９９９） 认为 Ｕ 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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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来自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一旦控制相应变量， Ｕ 形曲线可能不复存在。

第二， 一些学者从心理和预期角度解释 Ｕ 形曲线。 年龄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活动，
老年人可能更容易进行情绪管理， 更容易保持积极的情绪， 更愿意确定相对容易的目

标。 因此， 人到中年后， 伴随着年龄增长， 幸福水平上升。 或者， 从预期角度来看，

年轻时人的梦想远大， 很容易在年轻时就制定了远大目标、 胸怀梦想， 随着年龄增加，
绝大多数人最终将无法实现自己当初的人生梦想。 正如 Ｓｃｈｗａｎｄｔ （２０１６） 认为， Ｕ 形

曲线是由未满足的期望造成的， 年轻的时候期望很高， 现实无法满足预期， 这些期望

的落空在中年时会让人感到痛苦， 但随着年龄增长， 挫折感会被有益地抛弃。 使用一个

由生活满意度预期和随后的预期实现相匹配的独特数据， Ｓｃｈｗａｎｄｔ （２０１６） 发现人们在预

测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活满意度时存在系统性错误。 错误预期在年轻时会增加， 老年时

会减少。 这些现实与预期之间的误差， 从 ２１ 岁时的 ９􀆰 ８％降低到 ６８ 岁时的 －４􀆰 ５％。
第三， 幸福感的中年危机可能需要寻找基于演化角度的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 “中

年危机” 可能需要从科学的角度， 而不是社会科学角度进行解释。 年龄和幸福之间的

Ｕ 形关系， 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还需要从生物学和进化论视角寻求解

释。 Ｗｅｉ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 由于类人猿 （包括黑猩猩和红毛猩

猩） 和人类可能具有共同起源， 他们利用生活在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

加坡的动物园以及自然保护区的 ５０８ 只类人猿， 并由这些类人猿的饲养员、 志愿者、

研究人员和管理员根据一系列改编自人类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对它们的幸福感进行了打

分。 结果发现， 类人猿同样存在中年危机， ２８ ～ ３５ 岁的类人猿幸福感水平最低。 这个

研究结果表明， 人类、 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的幸福感一样， 都呈现 Ｕ 形模式： 青年时最

高， 进入中年开始下降， 到老年又开始上升。
第四， 也有观点认为， 居民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存在 Ｕ 形关系， 可能反映了幸福对

人类寿命的影响。 假设幸福对人类寿命具有积极影响， 更幸福的人可能活得更长， 随

着不幸福的人过早离世， 那么 “幸存者偏差” 的存在，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年人具有

更高的幸福 （Ｄｉｅｎｅｒ ＆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１）。 当然， 研究者如果有足够长时序的面板数据， 就

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前面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 我们发现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确实是造成中年

危机的重要原因。 另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但由于数据的局限， 我

们无法直接对这些因素进行检验。 因而， 对于幸福 － 年龄 Ｕ 形关系的解释， 心理预期

和生物进化的假说也是不可否认的。 此外， 对于 “幸存者偏差” 的担忧， 我们已经在

前面的稳健性检验部分给出了粗略的讨论， 但仍然是不太完美的。 总而言之， 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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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 Ｕ 形关系或中年危机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的结果。 但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

来审视中年危机， 更加关注一些经济特征的影响。 特别地， 中年危机在不同经济特征

之间的差异， 可能是一个更具有政策含义的问题。

（三） 幸福感与年龄关系的组间异质性

更有趣的问题是， 给定存在幸福感的中年危机， 不同群体的中年危机是否存在差

异， 个体的经济特征是否会影响 “中年危机” 的深度。 不难理解， 幸福感和年龄的关

系可能会随着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的不同而不同。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利用个人调查数

据， 检验了年龄与工作环境、 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们发现对于那

些在工作场所中有像伙伴一样的上司、 身处夫妻共同生活的家庭以及那些在社区里生

活了更长时间的人来说， 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曲线明显更扁平， 中年危机的程度较低，

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年人幸福感也更高。

与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的研究类似， 我们也比较了中年危机在不同群组间的深

度， 并重点关注经济特征对中年危机深度的影响。 我们将 １８ ～ ８２ 岁的不同年龄者分为

５ 岁一组， 以 １８ ～ ２２ 岁为基准组， 估计幸福感对不同年龄组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 （４），

进而通过比较回归系数， 比较不同特征群组中年危机深度的差异。

全样本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４ 的第 １ 列中， 相应的估计系数画在图 ３ 中。 从图 ３ 中，

我们同样直观地发现幸福感与年龄的 Ｕ 形关系， 且幸福感最低的年龄组出现在 ４８ ～ ５２

岁。 相较于 １８ ～ ２２ 岁的时候， 人们在 ４８ ～ ５２ 岁时的幸福感水平下降了约 ０􀆰 ２。 从边际

替代率的角度看， 按照式 （７） 计算年龄组与家庭收入的替代率， 发现中年导致的幸福

感下降， 相当于需要增加 ３８􀆰 ４ 万元收入才能弥补。 假设增加收入和减少收入对幸福感

的影响是对称的， 这个结果也可以被粗略地看作平均的 “中年幸福损失”。 进一步地，

我们根据不同经济特征对样本分组， 重复估计了回归方程 （５）， 并计算在不同特征群

组中， 相对于 １８ ～ ２２ 岁， 不同年龄组幸福感的变化。 表 ４ 的第 ２ ～ １０ 列呈现了基于不

同经济特征 （收入、 就业和住房产权） 分组的回归结果。

表 ４　 幸福感与年龄关系的组间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全样本
０％ ～
２０％

２０％ ～
４０％

４０％ ～
６０％

６０％ ～
８０％

８０％ ～
１００％

无工作 有工作
无住房

产权

有住房

产权

２３ ～２７ 岁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４）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７）

２８ ～３２ 岁
－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６）
－ ０􀆰 ２４２∗∗∗

（０􀆰 ０４３）
－ ０􀆰 ２０２∗∗∗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３）
－ ０􀆰 ２０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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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全样本
０％ ～
２０％

２０％ ～
４０％

４０％ ～
６０％

６０％ ～
８０％

８０％ ～
１００％

无工作 有工作
无住房

产权

有住房

产权

３３ ～３７ 岁
－ ０􀆰 １５２∗∗∗

（０􀆰 ０１６）
－ ０􀆰 ２０４∗∗∗

（０􀆰 ０５１）
－ ０􀆰 １６１∗∗∗

（０􀆰 ０４０）
－ ０􀆰 ２０２∗∗∗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３）

－ ０􀆰 １８６∗∗∗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２２）
－ ０􀆰 ２４４∗∗∗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５）

３８ ～４２ 岁
－ ０􀆰 １８４∗∗∗

（０􀆰 ０１６）
－ ０􀆰 １６０∗∗∗

（０􀆰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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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１）

７８ ～８２ 岁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６）
０􀆰 ３０２∗∗∗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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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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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３４）
３􀆰 ８６８∗∗∗

（０􀆰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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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２８）
３􀆰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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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１７）
３􀆰 ７０４∗∗∗

（０􀆰 ０２２）
观测值 ８１８３９ １５０２７ １６０６７ １４２１２ １５２６５ １３３６３ ３２５２３ ４９２３２ ２２５８１ ５５０１１

拟合优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注： ０％ ～２０％ 、 ２０％ ～ ４０％ 、 ４０％ ～ ６０％ 、 ６０％ ～ ８０％ 和 ８０％ ～ １００％ 分别表示在当年所有样本的家庭年收

入分布中， 位于最低 ２０％ 、 ２０％ ～４０％ 、 ４０％ ～６０％ 、 ６０％ ～８０％和最高 ２０％的样本； 是否就业根据自我汇报的

工作状况 （如过去三个月中的主要就业状况， 或上一周是否为了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小时以上的劳动） 判断； 有

住房产权表示自己或配偶拥有现住房完全或部分的产权；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４ 的第 ２ ～ ６ 列中， 我们将全部人群按照家庭年收入水平分为 ５ 组， 依次分布在

当年全部家庭年收入的最低 ２０％ 、 ２０％ ～ ４０％ 、 ４０％ ～ ６０％ 、 ６０％ ～ ８０％和最高 ２０％。

对比不同收入群组的回归系数发现， 表 ４ 第 ６ 列显示， 在最高收入组， 年龄组之间的

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表 ４ 第 ２ ～ ５ 列的其他收入组中， 中年人 （３８ ～ ５２ 岁） 的

幸福感显著降低。 有趣的是， 在这些人群中， 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中年人幸福感下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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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年龄组相对于 １８ ～ ２２ 岁的幸福感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多， 而是中等收入 （处在收入分布的 ４０ ～ ６０ 分位数之间） 群体的 “中年危机” 更严

重。 这些中等收入者中年的幸福感下降了约 ０􀆰 ２， 略高于全样本 （表 ４ 第 １ 列） 中年幸

福感的下降程度。 相比较而言， 收入最低的群组 （０％ ～ ２０％ ） 在 ３３ ～ ３７ 岁经历了较

为明显却短暂的幸福感低谷， 收入处在 ２０％ ～ ４０％和 ４０％ ～ ６０％的两组则经历了较长

时间的低谷， 从 ３０ 岁左右一直持续到 ５０ 岁以上。 收入在 ６０％ ～ ８０％ 水平的群组尽管

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中年危机”， 但其幸福感下降的程度较小， 大约只有中等收入者

的一半。 而对于收入最高的那部分群体， 则几乎不存在 “中年危机”。 总的来说， 这个

结果表明， 中等收入者经历了程度更深、 时间更长的 “中年危机”①。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对于那些高收入者， 即使人到中年， 需要承担住房、 就业和

子女方面的压力， 但是高收入可以减轻这些外部压力的影响。 而对于那些低收入者而

言， 虽然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 但是相对较高的房价， 如果无力购买， 可能导致他们

无须担心 “难以达到” 的事情。 反而是中等收入群体， 他们具有相应的期待， 人到中

年反而压力越大。 虽然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论能够解释中等收入的中年危机，

但是已有的研究可能提供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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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 几乎在每个年龄上， 幸福感的绝对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都

在上升， 即中等收入者在幸福感的绝对水平上相对于收入更低的人群更高。 但文中的结果比

较的是不同收入组的幸福感相对于 １８ ～ ２２ 岁时的下降程度， 即中等收入者的中年幸福感水

平相对于其青年幸福感水平的下降程度相对更大。 因此， 中等收入者的 “中年危机” 最严

重的判断是基于收入组内部 （在不同年龄组间） 的比较给出的， 对于其他分组比较结果的

解释是同理的。



何强 （２０１１） 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讨论了随着收入增加， 幸福感未必增长。 原因在

于， 伴随收入增加， 人们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都可能导致幸福感未必增加。 中等收

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强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 孙计领和胡荣华 （２０１７） 利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
年数据， 发现收入增长本身或许可以提升幸福感， 但如果未能降低人们的消费压力，

反而会对居民的幸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他们发现，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压力更大。
贺京同等 （２０１４） 认为幸福是体验效用的一个子集， 它指的是个体从实际结果与可接

受结果的差异中获取的满足感。 给定中年人普遍面临的幸福危机， 中年人群中的中等

收入者， 可能面临更强的 “社会比较” 压力和消费压力， 这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中年

危机的重要原因。
表 ４ 的第 ７ ～ ８ 列中， 对比了有工作和无工作者。 我们发现， 相比有工作者， 无工

作组的中年群体面临更深的中年危机。 比较而言， 有工作者在中年时 （３８ ～ ５２ 岁） 幸

福感下降了约 １􀆰 ３ ～ １􀆰 ５， 而无工作者则相应下降了约 ２􀆰 １ ～ ２􀆰 ８。 再次按照式 （７） 计

算替代率， 我们发现无工作者在幸福感最低的年龄组 （３８ ～ ４２ 岁） 的中年幸福损失相

当于 ４９􀆰 ４ 万元， 而有工作者在幸福感最低的年龄组 （４８ ～ ５２ 岁） 只有 ３０􀆰 ７ 万元的损

失， 这同样说明无工作者的 “中年危机” 更严重。
中年人往往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生活来源支柱。 如果没有工作， 他们将面

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从而福利损失将会更大。 而且， 无工作者中除了失业者， 还有相

当一部分人并未进入劳动力市场， 例如家庭妇女， 她们在中年时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家

庭生活压力 （如养育子女）。
表 ４ 的第 ９ ～ １０ 列结果表明， 有无住房产权对中年人幸福损失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

于有住房产权的群组来说， 幸福感在中年只下降了不到 ０􀆰 ０８。 但是， 对于无房者来说，
幸福感在中年 （３８ ～ ５２ 岁） 降低了约 ０􀆰 ３３ ～ ０􀆰 ３８， 远大于中等收入者和无工作者的

“中年危机” 深度。 相对于基准组， 有住房产权者 ４３ ～ ４７ 岁的幸福感下降了 ０􀆰 ０７， 基

于边际替代率计算的幸福损失仅约为 １５􀆰 ７ 万的收入。 而无住房产权者在幸福感最低的

４８ ～ ５２ 岁， 中年幸福感下降了约 ０􀆰 ３８， 其损失相当于 ９０􀆰 ９ 万的收入。
住房造成较大的 “中年危机” 差距应引起重视。 从最低点比较， 有房者和无房者

的中年幸福感下降程度的差距达到 ０􀆰 ３１， 相当于全部人群 “中年危机” 深度的 １􀆰 ５ 倍。

这一方面说明住房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说明住房给中年人带来的影响更大。
李涛等 （２０１１） 在讨论住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 发现不同产权类型的自有住房对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拥有大产权住房和更多的大产权住房能够显著提高

居民幸福感。 实际上， 不同年龄段群体受到住房压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购置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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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偿还房贷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年时期， 无论是结婚后自己有住房需求的中年人， 还

是生育后有由孩子引致的住房需求的中年人。 住房不平等可能是基于幸福感的政策中

更应该关注的方面， 尤其是针对中年人群体的住房政策。

为了直观展示， 我们将表 ４ 第 ２ ～ １０ 列的回归结果一一对应地画在了图 ４ 中。 从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群组幸福感最低的年龄组， 而且能够比较不同的群组 “中年危机”

的深度 （严重程度）， 即相对于基准组， 不同群组幸福感下降的程度。 具体来说， 图 ４ａ

描述了不同收入组的回归系数， 图 ４ｂ 对比了有工作和无工作的回归系数， 图 ４ｃ 则描述

了幸福感由于住房产权带来的巨大差异。

图 ４　 不同年龄组相对于 １８ ～ ２２ 岁的幸福感变化

注： 为清楚地呈现系数的变化及其相对大小， 图 ４ａ 中省略了 ９５％ 的置信区间， 置信区间可以根据表 ４
的第 ２ ～ ６ 列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针对文献中对于是否应该在研究幸福感与年龄关系时加入控制变量的争论， 我们

在表 ４ 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并将回归结果绘制在图 ５ 中①。 从图 ５ 中，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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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 本文略去了相应的回归表格。 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以直观地发现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我们对于幸福感与年龄关系的组间异质性的判断在

定性上维持不变， 即中等收入者、 无工作者、 无住房产权者的 “中年危机” 最严重。 因

此， 表 ４ 和图 ４ 的结果是稳健的。

图 ５　 加入控制变量后不同年龄组相对于 １８ ～ ２２ 岁的幸福感变化

注： 为清楚地呈现系数的变化及其相对大小， 图 ５ａ 中省略了 ９５％ 的置信区间； 控制变量包括城乡、 性

别、 受教育程度、 是否党员、 是否汉族、 自评健康状况、 孩子数量， 以及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五　 应对中年危机： 公共政策如何选择

幸福不仅是人生追求的目标， 而且已成为反映民生的一个主要指标， 并被越来越

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包括三个重要方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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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有些经济学家对自我报告的幸福是否能够反映主观福利存在怀疑。 当人们告诉别人自

己幸福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他真幸福， 人们可能并未真正理解和能够回答关于幸福的问题。
而且， 人们报告的主观福利可能被操纵， 例如问问题的顺序影响对幸福的回答。 但是， 大多

数关于幸福感的研究都支持幸福感能够反映主观福利 （Ｃｌａｒｋ， ２０１８）。



面： 人均 ＧＤＰ、 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 这三个指标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可以认为

居民幸福感提供了一个生活质量的总括性衡量标准， 政府也有必要基于幸福感制定公

共政策 （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８）。 也有学者指出， 相比收入、 财富、 健康、 教育和友谊等不平

等的单独衡量标准， 幸福不平等是一个更广泛的不平等衡量标准。 最近的研究也表明，

对于一些被认为是不平等因素带来的影响， 幸福感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给出的解释更

为有力 （Ｇ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Ｎｉｃｈｏｌｓ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
前文对于幸福 －年龄的 Ｕ 形关系的分析意味着， 社会中不同年龄段的幸福感水平

存在显著不同。 从整个生命周期看， 中年人面临一定程度的幸福危机。 而且， 对于中

等收入者、 失业者和无房者来说， 这种基于年龄的幸福感不平等可能更为严重。 政策制

定者需要了解人群中的福利分布， 重要的政府政策也必须权衡年轻人、 中年人和老年人

的福利。 下面我们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本文的结果对于政府政策的启示。
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８） 基于主观幸福感讨论了不同理论框架下， 幸福感 － 年龄 Ｕ 形关系

的政策含义。 第一， 收入优先主义 （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认为那些收入较低的人应

该有最高的转移优先权。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财富随年龄的变动模式， 中年是

一个人的一生中收入最高的年龄段。 因此， 从收入优先权主义出发， 作为低收入群体

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应该受到再分配政策的倾斜， 而本文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关系中幸福

感最低的中年人反而需要承担更多分配政策的压力。

第二， 边沁功利主义或效用主义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认为， 再分配政策应该向那些收入

的边际效用更高的群体倾斜。 在图６ 中， 我们计算了在不同年龄下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影

响。 从图中可以发现， 在不同年龄， 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效应均为正， 但随着年龄增加，

边际效应先增加后减少。 也就是说， 对于中年人来说， 收入的边际效应反而最高。 具体

来说， 对于 ３０ ～５０ 岁的人， 增加 １００％的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翻一倍）， 幸福感可以上升

０􀆰 ２ 左右 （其他条件不变， 相当于从中年回到 ２０ 岁左右的幸福感水平）。 因此， 从功利主

义出发， 如果要最大化社会总效用， 政府政策应该增加对中年人群体的收入支持。

第三， 优先权主义 （ｐｒｉ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认为， 应该修改功利主义， 在关注功利主义

的同时， 将更多的政策优先权放在那些幸福感较低的人身上， 这最初是由 Ｐａｒｆｉｔ
（１９９７） 提出来的。 同样地，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也建议， 政策应该针对那些大量

时间处在不快乐状态的人群。 从优先权主义来看， 在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曲线中， 中年

人的幸福感水平最低， 中年人也应该在福利上受到更多的政府帮助。
因此， 无论是从边沁功利主义角度， 还是从优先权主义角度来看， 幸福 － 年龄的 Ｕ

形曲线都启示政府在再分配政策上向中年人倾斜。 也就是说， 基于年龄的幸福感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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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年龄下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应

注： 图中的收入指家庭年收入的对数。 本文用幸福感对家庭年收入对数、 １９ ～ ８２ 岁的虚拟变量

（以 １８ 岁为基准组）， 以及这些虚拟变量与家庭年收入对数的交互项回归， 计算了在不同年龄下， 给

定年龄、 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影响。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数据计算得到。

也需要相应的基于年龄的再分配政策。 而且， 从前文对于幸福感与年龄关系的异质性分

析中， 我们还发现这种幸福感的年龄差异对于中等收入者、 失业者和无房者更严重。 因

而， 在政策上也需要更加关注这些群体的 “中年危机”， 如中年失业者和中年无房者。

当然， 照顾 “中年危机” 的公共政策未必完全是收入分配政策。 周绍杰等 （２０１５）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中国正进入收入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 改善民

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 根据国民的诉求来明确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先序， 优先

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 才可能使中国人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降

低在 “中上等收入” 发展阶段发生 “伊斯特林悖论” 的可能性。 陈刚和李树 （２０１２） 发

现， 政府质量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 其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 考虑

到中年人 “上有老、 下有小” 的情况， 改善公共服务可能更有利于提升中年人的幸福感。

六　 结论

人们组建家庭， 努力工作， 照顾孩子和老人， 努力保持健康， 归根到底是为了追

求幸福的人生。 然而， 如何才能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呢？ 本文利用 ＣＧＳＳ 数据 （还结合了

ＷＶＳ、 ＣＦＰＳ 数据），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年危机这一现象。 研究结果发现， 首先，

中国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幸福感水平随年龄先下降后上升， 在 ４０ ～ ５０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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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达到谷底。 其次， 中年危机会受到不同经济因素的调节， 没有工作和没有住房的群

体， 以及中等收入者的中年危机更应该受到关注。 最后，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 比较

而言中年人的幸福感水平较低， 且收入对中年人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更大， 基于年龄的

福利政策应该考虑到 “中年危机” 问题， 适度且有针对地向中年人倾斜。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 本文使用幸福感衡量主观福利存在一定局限。

幸福感问题可能受到调查问卷设计、 问题先后顺序的影响等。 其次， 个人之间对幸福

的定义不同， 人际间的幸福可能很难比较。 但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通过对现有文献

的分析指出， 总体上， 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们的整体福利状况。 最后， 也

有学者指出， 与生活满意度相比， 幸福感可能是主观情绪的反映， 而不是稳定的评价

性指标。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其他的主观福利指标， 如生活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以

及相对抑郁程度等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在中年危机的经济学分析视角下， 考察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

与年轻时没有收入能力、 年老时面临疾病风险等一样， “中年危机” 可能是我们每个人

都必经的一个生命阶段。 年幼者、 年老者通常会被定义为弱势群体， 而中年人作为劳

动力市场的主力恰恰承受最大的压力。 然而， 现有的公共福利政策大多集中在年龄分

布的两端。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生育政策放开， “上有老、 下有小” 的中年人 （尤
其是中年独生子女） 可能成为社会变迁和政策失误的 “牺牲品”。 因此， 针对中年群体

的福利政策， 可能是未来的政策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方面。 而且， 基于本文的研

究， 那些中等收入、 没有工作和没有住房产权的群体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中年危机， 未

来针对中年人 “弱势群体” 的社会政策还应该重点关注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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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Ｄａｖｉｄ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４） ． Ｍｏｎｅｙ， Ｓｅｘ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６ （３）， ３９３ － ４１５􀆰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Ｄａｖｉｄ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８） ． Ｉ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６６ （８）， １７３３ － １７４９􀆰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Ｄａｖｉｄ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６） ．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ｆ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７， ４６ － ５８􀆰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Ｄａｖｉｄ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９） ． Ｄｏ Ｈｕｍａｎｓ Ｓｕｆｆｅｒ 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ｗ ｉｎ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Ｔｗ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Ｒｏｊａｓ （ｅｄ􀆰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ｐ􀆰 ４３９ － ４５３􀆰

Ｃｈｅｎ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Ｎａｔｔａｖｕｄｈ Ｐｏｗｄｔｈａｖｅｅ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７）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Ｎａｄｉｒ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７ （５９９）， １２６ － １４２􀆰

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ｒｅｗ （２０１８） ．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Ｗｈｅｒｅ Ｎｅｘ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６４ （２）， ２４５ － ２６９􀆰

Ｄｅａｔｏｎ， Ａｎｇｕｓ （２０１８） ． Ｗｈａｔ Ｄｏ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ａｙ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６２， １８ － ２５􀆰

Ｄｉ Ｔｅｌｌａ， Ｒａｆａｅ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１）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ｖｅｒ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１ （１）， ３３５ － ３４１􀆰

Ｄｉｅｎｅｒ， Ｅｄ ＆ Ｍｉｃａｅｌａ Ｃｈａｎ （２０１１） ． Ｈａｐｐ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３
（１）， １ － ４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 ２００６ ） ．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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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７ （４）， ４６３ － ４８２􀆰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１９９９） ．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Ｃａｒｏｌ Ｒｙｆｆ ＆ 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ｐ􀆰 ２７９ － ３０２􀆰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Ａｄａ ＆ Ｐａｕｌ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 Ｈｏ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４ （４９７）， ６４１ －６５９􀆰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Ｐａｕｌ ＆ Ｔｏｎｙ Ｂｅａｔｔｏ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８２ （２ －３）， ５２５ －５４２􀆰
Ｇｌｅｎｎ， Ｎｏｒｖａｌ （２００９） ．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Ｕ⁃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

（６６： ８， ２００８， １７３３ － １７４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６９ （４）， ４８１ － ４８５􀆰
Ｇｏｆｆ，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Ｊｏｈｎ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 Ｇｕｙ Ｍａｙｒａｚ （２０１６）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１９００􀆰
Ｇｒａｈａｍ， Ｃａｒｏｌ ＆ Ｊｕｌｉａ Ｐｏｚｕｅｌｏ （２０１７）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Ｕ Ｃｕｒｖｅ

Ｖａｒ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０ （１）， ２２５ － ２６４􀆰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Ｊｏｈｎ （２０１９）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６５２９􀆰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Ｊｏｈｎ， Ｍａｘ Ｎｏｒｔｏｎ， Ｈａｉｆ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 ＆ Ｓｈｕｎ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５１２１􀆰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ｋａｄｅ，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Ｓｃｈｗａｒｚ ＆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６） ．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Ｂｅ Ｈａｐｐｉｅｒ Ｉｆ Ｙｏｕ Ｗｅｒｅ Ｒｉｃｈｅｒ？ Ａ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２ （５７８２），
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０􀆰

ＭａｃＫｅｒｒ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２）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ｒｏｍ ３５０００ Ｆ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６ （４）， ７０５ － ７３５􀆰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 ＲＪ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 ．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 Ｔｅｌｌ Ｕｓ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ｇａｌｌｕｐ􀆰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ｇａｌｌｕｐ ／ ２４７７５４ ／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
ｙ － ｍａｙ － ｔｅｌｌ － ｌｉｆｅｉｎｃｏｍｅ􀆰 ａｓｐｘ􀆰

Ｐａｒｆｉｔ， Ｄｅｒｅｋ （１９９７） ．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１０ （３）， ２０２ － ２２１􀆰
Ｓｃｈｗａｎｄｔ， Ｈａｎｎｅｓ （２０１６） ． Ｕｎｍｅｔ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Ｕ⁃Ｓｈａｐｅ ｉ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２， ７５ － ８７􀆰

Ｓｔｅｐｔｏ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ｎｇｕｓ Ｄｅａｔｏｎ ＆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ｏｎｅ （２０１５）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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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３８５ （９９６８）， ６４０ － ６４８􀆰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Ｆｉｔｏｕｓｓｉ （２００９） ．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８１３１７２１ ／ ８１３１７７２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 Ｓｅｎ － Ｆｉｔｏｕｓｓｉ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Ｗｅｉｓ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Ｋｉｎｇ， Ｍｉｈｏ Ｉｎｏｕｅ⁃Ｍｕｒａｙａｍａ， Ｔｅｔｓｕｒｏ Ｍａｔｓｕｚａｗａ ＆ 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１２）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Ａｐｅ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ｈａｐ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９ （４９）， １９９４９ －１９９５２􀆰

Ｗｕｎｄ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Ｋｒｕｇ ＆ Ｂｏｄｏ Ｈｅｒｚｏｇ （２００８）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Ｃａｓｈ 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４ （３）， ５７１ －５８６􀆰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Ｙａｎｇ Ｊｉｄｏｎｇ１ ＆ Ｚｏｕ Ｈｏｎｇｗｅｉ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０􀆰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５􀆰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ｏ ｊｏｂｓ ｏｒ ｎｏ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ｏ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ｇ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６， Ｉ３１， Ｊ０１

（责任编辑： 西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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